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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

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

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

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以下引用此文不再

加注）对于马克思的这个理论观点，有人把它解释为关于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的理论，也有人把它解释为关于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的

理论。本文将简要地阐述一种工具发展史角度的解读，希望能深化我们对马克思的这个理论观点的理解。 

在本文中，工具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它可能仅指手工劳动工具，但也可能指包括手工工具和机器在内的所有的

劳动资料，甚至可能是一切物质性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总称。 

一、“手工工具时代”和“人的依赖性”的阶段 

人的起源和人的本性问题最初是一个神话问题。不同民族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神话。在古希腊神话中，人是带着普罗米修斯所

“偷”来的火和制造技术而来到世上的。在神话中，天神才是工具和技术的创造者，所以，这个神话的寓意实际上是认定“人是工

具的使用者”。应该说，这是一个天才的猜测。希腊神话是产生希腊哲学的温床。哲学诞生之后，哲学家以哲学的方式继续了神话

时期的先民对人的本性这个问题的思考；但哲学家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却抛弃了神话时期的那个把人看作是“使用工具的动物”的猜

测，他们提出和阐述了一种把人看作是“理性动物”即“人是理性人”的新观点。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产生于“闲暇”。自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哲学家都是闲暇的、远离体力劳动的“脑力工作者”。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手持工具干活的劳动者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卑下的，社会的基本现实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于

是，作为劳心者的哲学家在思考人的本性时很自然地也就把人看作是“理性人”了。普特南曾谈到过一种虚构的“缸中之脑”——

假设的被从人身上切下来并放在一个“盛有维持脑存活的营养液的大缸”中的大脑，他说，“哲学家们经常讨论这样一种科学虚构

的可能性”（普特南，第7页）。虽然这个“缸中之脑”模型提出甚晚，但我们实在可以说：这种“缸中之脑”就是古今众多哲学

家所提出的关于人的本性的许多理论的“直观模型”。 

在18世纪，作为政治家、外交家、科学家、经济学家的富兰克林把人定义为“制造工具的动物”——而不单纯是工具的使用者。这

是对人性的认识中的一个新进展。 

在哲学史上，哲学家先是抛弃了古希腊神话中隐含的关于“人是使用工具的动物”的天才猜测，后来，哲学家又未能“率先”在哲

学上把人定义为“制造工具的动物”。应该说这实在是哲学发展史上发生的一个“系统性偏差”和“系统性失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实现了一场哲学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建立了唯物史观的一般理论，而且对人的起源和人性问题也作

了许多深刻、精辟的分析和论述。他们明确指出：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

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注1）恩格斯说，人类起源于劳动，而“劳动是从

制造工具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3页）。 

劳动不但是人类起源的秘密之所在，而且在人类起源之后，劳动还是人类社会持续存在的基础。没有劳动，人类社会就要崩溃，人

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看作人的最基本的本性；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把“人的形

象”从传统哲学的“缸中之脑”的形象改变成了“手持工具进行劳动的劳动者”的形象。 

动物的“本性”就在动物“自身”之“中”而不在该动物的“自身”之“外”，动物依靠“自身”的特性即自己的“本性”为生。

例如，老虎的“自身”体现着老虎的本性，老鼠的“自身”体现着老鼠的本性，老虎和老鼠的“本性”都不在其“自身”之

“外”。可是，人类的本性却不是单纯体现在人的“自身”之“中”的，人类也不是单独依靠自己的生理身体为生的。人是依靠

“（生理）自身”加上“身外”的工具一起才“存在”于、“生活”于世界上的；人的本性不但“体现”在“自身”之中，同时还

“体现”在“身外”的工具上。不但人的劳动离不开工具（使用工具进行劳动），而且人的生活也是离不开工具（人的衣、食、

住、行都要利用“工具”或“器具”）的。如果没有了身外的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工具，人的“生存”就无以区别于动物的

“存在”了。 

人是社会性、“群集”性的动物。劳动活动和劳动过程不但是人和物质自然界相互作用的活动和过程，而且是人与人交往和互动的

过程。马克思说，人类社会形态的第一阶段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社会；马克思又指出“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

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很显然，后者乃是前者的深层基础或深层原因。 

为什么在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阶段中，

人只创造出和拥有手工工具。因为劳动者只有简单的手工工具，于是人的生产能力也就只能处在这一水平上。 

在认识和评价手工工具时，一方面，从它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因素和人类发展第一阶段社会持续存在的条件和基础来看，我们必须高

度评价手工工具的作用和意义；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又需要承认手工工具毕竟还具有初级性、简陋性和孤立性的特点。 



生活在蛮荒的大自然中，人的力量是很柔弱的，柔弱的人又只有简陋的手工工具，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的人的力量就是“双重”

的柔弱了。面临严酷的生存压力而又“双重柔弱”的人类就不得不更加依靠“集体”（血缘关系）的力量了。于是，“人的依赖

性”就成为了社会形态的一个基本性质和特征了。 

人的依赖性、孤立生产和手工工具这三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是应该而且必须从这三者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来认识、分

析和考察人类社会的第一种形态的。 

二、“机器时代”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承认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但是马克思主义更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一般性地承认世界历史有一个发展

过程，而是必须把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发展史这个方面放在基础的位置上。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

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这个世界历史过程不是如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实

际的、留下了踏实的劳动的足迹的过程，是一个“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

页） 

由于工具的发展水平是劳动水平和发展阶段的最直接、最突出的表现和标志，于是，工具的“形态”也就成为了表现和标志人类历

史发展阶段的最直接、最无可辩驳的证据。 

在古生物学中，我们是通过动物的“自身”——首先是动物的骨骼——来认定动物的存在和该动物的特性的。而对于人和社会的发

展来说，对于所谓半坡文化、仰韶文化、青铜时代来说，我们就不但需要通过人的遗骸，而且更要通过考古发掘出的工具和器物，

来“证明”该时期和该地域的人的存在和当时的人群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的位置。我们不否认福柯所强调的进行“知识考古学”

研究的重要性，但我们必须更加看重“工具考古学”的重要性。马克思《资本论》一书中有许多属于进行“工具考古学”研究的内

容，可以说马克思已经开辟了进行“工具考古学”研究的新进路。可是，这个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研究进路几乎被后人完全忽视了。 

人类的进化不同于动物的进化。动物的本性就“存在”于其“自身”之中，于是，动物的进化过程就和动物“自身”的进化过程成

为了合二而一的、不可分离的过程，例如从始祖马到现代马的进化历程直接地就表现在动物“自身”的“骨骼”进化“之中”。而

对于人就不然了，因为人的本性并不单独存在于其“自身”“之中”，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的历史发展（进化）首先表现为“人身之

外”的工具的进化过程。我们有充分理由把工具看作是“个人”的“外骨骼”和“社会”的“骨骼”。人的“身体”在最近数万年

的进化史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身”的结构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变化，而在这段时间中人所制造、所使用

的工具却不知发生了多少“代（工艺和产品‘更新换代’之‘代’，即小阶段）”的变化了。与动物的进化不同，人的进化的基本

方式不再是“自身”的进化而首先是“外体”的进化——尤其是工具的进化和用具的进化。 

如果说动物只有DNA形式的遗传基因，那么，人之作为人和人之成为人就不但是因为人有人类的遗传基因，而且更是因为人类有了

自己的“文化基因”。在构成人类的文化基因的成分中，某个时期的人所特殊拥有的工具类型就成为了文化基因的最重要的成分

了，也许我们可以直接地称其为“工具基因”。 

从哲学上看，研究工具考古学的重大意义就是要具体展示人的“外骨骼”和“社会骨骼”的“进化历程”，揭示社会形态、社会生

产与社会生活发展的具体历程。 

唯物史观绝不否认人的善恶本性问题的重要性，但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的本性的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方面乃是人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

的能力和特性。劳动，即制造和使用工具，不但是人类历史起源的秘密之所在，而且是任何时期——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时期—

—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基础和外部展现。如果离开或排除了对工具发展史的研究，那么，对人类发展历史的研究就难免会成为对

“空中楼阁”的研究。 

虽然应该承认工具进化史的细节研究是属于技术史范畴的研究，可是，我们必须看到和深刻认识：工具进化史是人性和人类社会进

化史的直接体现和深层基础。马克思说：“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

的饥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5页）马克思又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

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离开了对工具进化史的研究，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揭示人性和人类

社会的进化和发展的历史。在马克思之前的众多哲学家和在马克思之后的许多哲学家在研究社会形态问题和人性发展问题时，只注

意研究道德的进化史、思想的发展史、政治的发展史，而几乎完全忽视了工具进化史、人工物的进化史，这就使他们的研究成为有

根本缺陷的研究。 

揭示工具进化史、生产发展史、人性发展史、制度发展史、社会形态发展史、交往发展史的内在联系、相互关系和互动过程，是哲

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在这方面，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就是一个在宏观上把工具发展史、人性发展史、社会形态发展

史、生产发展史、交往发展史融会在一起的理论。 

人类历史在经历了以人的依赖性、孤立生产和手工工具为特点的第一阶段之后，人类社会便进入了第二阶段：以机器、大生产、物

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 

马克思说：“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因此，首先应该研究，劳动资料

如何从工具转变为机器”。（马克思，第408页）马克思又指出：“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

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同上，第410页）机器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各有其功能和重要性。马克思指出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

革命的起点”（同上），而许多人又认为发动机（蒸汽机）的出现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重要的标志。机器在进一步发展中，又有



了控制机这个组成部分，于是机器的结构和功能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平台”上。 

有了机器也就有了与以往的小生产（使用手工工具的孤立生产）不同的大生产。大生产与孤立的小生产在性质和范围上都是有根本

不同的。有了大生产，这就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

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 

机器系统的出现，创造了新的生产力，使得社会在“宏观”生产方式和“微观”（与微观经济学相当的“微观”）生产方式方面都

不断地发生变革，并且还派生了一系列其他方面的变革。马克思说：“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

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

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这个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因此，劳动过程的协

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马克思，第423页） 

在机器时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由于大

生产的结果，社会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比以前大大地丰富了，人不再像以往时代那样主要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而是主要生

活在人工物的环境之中了——这就是现代“北京人”和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所生活的环境和条件的巨大差别。 

机器大生产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在马克思对这个阶段的性质和特征

的完整表述中有两个要点——“物的依赖性”和“人的独立性”，二者是不可分割、密切联系的，同时二者又是有“主”“次”之

分和特定的同时性和历时性互动关系的。 

应该特别注意和强调指出的是：从马克思的“本文”来看，“物的依赖性”是修饰“人的独立性”的，“人的独立性”是中心词，

“重心”是落在“人的独立性”上的。可是，我国许多学者在“概括”这个社会形态时大都把它“简称”为“物的依赖性”的时

代。如果所有的作者和读者都时时刻刻地“记住”他们所说的这个“物的依赖性”的时代只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

性”的时代的“简称”，那么，我们可以理解这只是一种虽不够恰当但也许是迫不得已的做法。可是，如果有人在这样做的时候只

记得“物的依赖性”这个“修饰语”而忘记甚至排除了“人的独立性”这个“中心词”，那就不恰当和不能接受了，因为这种“简

称”在很大程度上误解、偏离甚至背离了马克思的本意；人们是不应在“简称”一个由“修饰词（语）＋中心词（语）”构成的词

组时只“保留”“修饰语”而“删除”其“中心词”的。毫无疑问，强调“中心词”的地位和作用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修饰语”

的地位和作用。在马克思本人的完整表述中，“修饰语”和“中心词”是不可分割、互相渗透的。我们既不应只见“修饰语”而忘

记“中心词”，也不能只见“中心词”而忘记“修饰语”。如果只见“修饰语”不见“中心词”，那无异于喧宾夺主；如果只见

“中心词”不见“修饰语”，那就类似于侈谈空中楼阁。 

关于“人的独立性”对物的依赖关系是一个大问题。马克思所说的“物的依赖性”，其基本含义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却成为对人

来说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人依赖于物和受物的统治。本文主要是从工具发展史的角度来谈问题，限于篇幅，在此只能简

单地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由于人能够创造和使用工具，这才使人

有了“独立性”；如果离开了对工具的创造和使用，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了。人的独立性不但是存在于“依赖于物”的基础之上

的，而且人的独立性还是不可避免地必须与工具“协同发展”和“协同进化”的。 

其次，这里所说的“物的依赖性”主要是指人对“人所创造的人工物”的依赖性，而不是一般性地指对“天然物”的依赖性（当然

这绝不意味着否认这一点）。由于人工物是人所创造的，所以，我们就必须看到：在这种“物的依赖性”中不但“直接”体现着人

对物的“依赖性”“本身”，而且在这种“物的依赖性”中还“体现”着和“反映”了“人的独立性”。这就是说，这种“物的依

赖性”一方面是“人的独立性”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独立性”的“基础条件”和直接的“体现者”。 

第三，所谓“物的依赖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人与自然即人与物的关系方面（物的使用价值方面）的“物的依赖性”和人

的社会关系方面（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制度类型、交往关系等）的“物的依赖性”。在理解所谓“物的依赖性”时，这两个方面

中的每个方面都是非常复杂和表现形式极其多种多样的。 

第四，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所谓“物的依赖性”以另外的标准划分为两种类型：“正常形态”的“物的依赖性”和“异化形态”的

“物的依赖性”。对于“异化形态”的“物的依赖性”，哲学家已经进行了许多分析和研究，他们的许多分析和观点我都是赞同

的。否认存在“异化形态”的“物的依赖性”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本文没有多谈异化问题，仅仅是因为本文的理论重点不在这个

方面。本文的重点是想强调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除了异化形态的“物的依赖性”之外，也还存在着“正常方式”和“正常形态”的

“物的依赖性”，哲学家是不应忽视对“正常方式”和“正常形态”的“物的依赖性”的研究的。 

三、“社会基础设施时代”和“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 

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与历史发展的第一阶段相比，人类历史进入第二阶段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由于异化形式的“物的依赖

性”的存在等原因，这个进步又成为了一个有严重局限性和严重缺陷的进步。所以，人类还需要为进入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而进

行新的努力。 

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的第三种形态在性质上有三个要点：“个人全面发展”、“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和“自

由个性”。前二者是对这个社会形态的“基础”的说明，后者是说明社会第三形态的整个“词组”的“中心词（语）”。 

由于在比较近期的将来还不可能建成这第三种社会形态，所以人们也就不可能对这第三种社会形态的状况和内容有十分具体的说



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有在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模式、新的社会结构和新的

交往方式、新的生活方式和人的存在的新形态的互相结合和互相促进中，新的社会形态——也就是共产主义才可能建成。 

许多人都向往“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可是，“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不是可以凭空产生的。没有生产力

的高度发展，“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都只能是一个空洞、虚幻的空中楼阁而已。 

我国许多学者都承认共产主义社会是需要有物质基础的，但他们在谈到这个物质基础时往往都只限于使用“生产力极大提高”和

“物质产品极大丰富”这样内容空洞的文句。应该承认，这种说明仅仅是一个关于“量”的模糊说明，它还不是一个关于“质”的

规定性的说明，而在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显然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因为，如果与原始人相比，我们未尝不可说现

代的发达国家已经是“生产力极大提高”和“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了，但现代的发达国家无疑地还远远没有建成社会发展的第三形

态。所以，我们必须在理论上重视研究关于社会第三种形态的物质基础的“质的规定性”和比较具体的形态特点的问题。本文最后

对此问题谈一些“三言两语”式的看法。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状况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性因素”。可以肯定：在社会发展的第三形态中，应该出现与“机器时代”相比具

有“超越性”的新的生产工具的类型。在生产工具发展史上，最早的机器是在“手工工具时代”就出现了，但那些“孤立的机器”

并未能形成一个“机器时代”，所以这无妨于我们肯定当时的时代性质仍然是“手工工具时代”。同样地，我们也可以断言：标志

社会发展第三阶段特点的“生产工具系统”也不可能是在一夜间从天上掉下来的，它的“萌芽”形态是必然会在“机器时代”中就

“冒出来”的。那么，在社会发展第三阶段出现的“生产工具系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工具系统”呢？ 

马克思说社会发展的第三形态是建立在“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一个对于未来社会物质基

础的天才预言和“经济学性质”的界定。在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机器时代”还处于它的上升期，那时的人们（包括马克思在

内）还无法想像未来的新的社会形态的比较具体的物质基础究竟是什么“技术类型”的。可是，当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

认为我们已经有理由说：未来的新的社会形态的物质基础的“萌芽”已经在20世纪“冒”出来了——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基础设

施”。 

所谓“社会基础设施”和“机器”相比，二者在形态、结构、功能、潜力及其与人的关系上都是有很大区别的。“社会基础设施”

是对“机器”的一种“超越”。例如，互联网就是一种“信息基础设施”（information infrastracture）。我自然不会认为现在的互

联网已经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了，但我们似乎有理由肯定现在的互联网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共同的

社会生产能力”的“萌芽”（请注意“萌芽”二字）。 

从社会物质基础来看，如果说机器时代是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那么，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就是“全人类的社会基础设施时代”

了。由于这第三种社会形态不是一种局域性的社会形态，而只可能是一种全世界共同性的社会形态，所以，这里所说的“社会基础

设施”就不单纯是局域的或某个国家范围内的基础设施，而必定是指“全世界和全人类性的社会基础设施”了。机器是可以被个人

所拥有的，机器时代和“私有制”是相容的；而“全世界和全人类性的社会基础设施”是不可能仅仅被个人拥有的，它必然地是共

同的社会财富，所以它必然要求出现新的社会财富形式。虽然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未来社会形态中的“社会基础设施”的具体“样

态”和具体运行状况，但我们似乎可以预见：在未来新社会形态的“社会基础设施”的“运行”中，将出现新形式的生产和生活的

统一、个人和社会的统一、自由和约束的统一、理想和现实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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